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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
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中，伊格尔斯深刻、清晰地展现
了西方历史学发展的整体进程。尤为引人注目的
是，他从分析“一种学术规范的历史学科的确立、社
会科学对传统学术研究的挑战入手，深入剖析了后
现代主义思想对社会科学研究路线的批判及其对
历史学家工作的影响”[1]，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后现
代主义史学进行批判性的接受。作者所持的“中间
路线”并不是一种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来势汹汹的
妥协和折中，而是从“社会史考察史学史的方法”[2]
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进行科学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
后现代主义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对传统史学
及新史学构成挑战？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是
否意味着历史学存在根基的丧失？历史研究者应该
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诸如此类问题，伊格
尔斯在书中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本体论——微观史学评析
在史学本体论方面，后现代主义主要攻击历史
的一线发展观，否认“元叙述”的存在。让·弗朗索
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阐
述“知识”与“叙述”的关系时，提出知识的“合理性”
问题需要从知识内部进行考察，从而把历史知识的
“合理性”与“叙述”相结合。在利奥塔看来，各类“知
识”都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活动，历史知
识也不例外。这样，话语活动就代替了史学实践活
动，历史知识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在后现代史学思想
体系中便无立足之地了。并且，他指出：在 20 世纪
以前，这些话语活动都是依仗某些“宏大叙述”而进
行的，并构建起一套“元话语”。而当 20 世纪发生所
谓的“叙述危机”后，利奥塔认为情况就发生了变
化。“后现代”就是这种新状态的表征。[3]1－2 据此，“后
现代状态”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对“元叙述”或“宏大
叙述”的怀疑。进一步讲，在后现代状态下，历史学
“元叙述”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历史学失去了“元叙
述”的功能，还表现出“历史知识的个别化”[4]338。正
如劳伦斯·斯通在《叙述史学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
史学的反思》中所指出的：“对过去的变化有一种一
以贯之的科学解释乃是可能的——已经广泛地被
人摒弃了。”[5]101 后现代主义对“元叙述”的否定，不
仅使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更使历史观念发生
了显著转变。整体史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变得不
可能，历史也不再具有连续性。微观史学的产生在
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而产生。
伊格尔斯在书中对微观史学的评述是详尽的，
且把微观史学置于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
之中，从社会和历史的纬度来把握微观史学的优势
及缺陷。他首先提出微观史学对宏观历史观念以及
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法否定的原因在于：对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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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益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乐观主义的见解丧失
了信心[5]105，并列举了微观史学家如卡罗·金兹伯格
和卡罗·波尼两位历史学家对现代性的批判，即现
代化为特征的世界历史过程，是以人为其代价的。
而要“把无名的人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就得
号召有一种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上的历史学研究
途径，它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
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许多个
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5]105 他把微观史学作
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指出“没有
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
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
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5]107，他还以梅迪克和柯斯
卡的对话为线索，对比了社会科学历史学与日常生
活史学各自的基本立场，深化读者对日常生活史学
的认识。
同时，伊格尔斯又对德国日常史学与意大利微
观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有共通之
处，而德国的日常史学更具有社会科学取向的特
点。此外，伊格尔斯还把微观史学与福柯、吉尔兹等
人的研究作了比较，指出“他们也像福柯一样，力图
表明霸权体已经是怎样排斥了某些思维方式，认为
是魔鬼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但两者之
间存在三大方面的差异：一是微观史学一直坚持认
为，在历史之外还有一个现实是可以为人知道的；
二是微观史学与古老的社会科学共同享有几项基
本的设定，使它有别于福柯的和吉尔兹的研究路
数；三是微观史学并不完全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
但它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现有的现实来
检验他们的建构理论。[5]112 在他看来，微观史学并不
是一种对传统史学和社会科学史学的全面否定，而
是本体论上接受后现代主义史学之后的扬弃和创
新。这种融合多元的历史学发展脉络并不是一种简
单的接受或否定，而是批判性的接受。
最后，作者以微观史学的两部代表性著作——
卡罗·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蠕虫：一个 16 世纪磨坊
主的宇宙》和乔凡尼·列维的《继承权力：一个魔法
师的故事》深刻、具体地剖析了微观史学在具体的
研究实践中所秉持的历史观念。伊格尔斯以具体的
研究路数分析向读者展现出微观史学以叙事见长
的特点。微观史学的诞生是后现代主义在历史领域
作用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传统史学相区别
的。但是伊格尔斯指出：“微观史学看来并不是在否
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
种补充。”正如约翰·埃利奥特对娜塔莉·泽蒙·戴维
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所批判的：如果“马丁·盖尔
和马丁·路德的名字一样有名甚至前者比后者更有
名的话，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6]77 微观史学在诸
多方面一直饱受争议。伊格尔斯在书中指出了微观
史学自身存在“事实与虚构”的根本性矛盾，同时指
出“‘整体的’或‘全球的’历史这一向往，已经是束
之高阁了。但是历史学并未被转化为毫不相关的个
体的堆砌。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和德国的微观历史
史学家们尽管专注于地区史，却从未丧失过更广阔
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5]144 伊格尔斯正是通过
比较分析，让读者抛弃原先的偏见，更为清晰、辩证
地看待微观史学。
“元叙述”的否定就意味着对历史知识的全面
否定，对历史劝谕和认同功能的否定，而诉诸于文
本之后的历史还能是“历史”吗？国内学界对此也有
诸多的解读，但正如陈岂能先生所指出：“在元叙述
崩塌，历史学知识出现原子化的情况下，史学要想
继续发展，发挥其劝谕性榜样的功能及认同功能，
仍必须构建宏观的‘历史语境’，但原子化的史学并
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7］因此说，后现代史学
本体论上是一种悖论，即历史叙述和历史功能的根
本性矛盾。微观史学的历史研究实践虽然是对后现
代主义史学的回应，但也没有最终解决在接受后现
代史学本体论之后调解两者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
存在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伊格尔斯在书中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理清，阐明了微观史学是社
会科学史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历史学科发
展的产物，向史学界表达出了一种客观面对后现代
主义的中间立场。其实，除了利奥塔对历史知识提
出了巨大挑战之外，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的阐述则
是对历史本体的进一步否定。但伊格尔斯在书中的
阐述不多，而福柯对历史学的观念影响是巨大的，
可谓不无缺憾。然而，后现代简单对“元叙述”否定
是不可取的，“虽然元叙述在本性中有可疑之处，但
元叙述仍是历史编纂必不可少的整合力量”[8]115。微
观史学的研究实践也没有最终摆脱“元叙述”所具
有的历史功能，只不过是在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做
了比较好的平衡。可以说，伊格尔斯眼中的微观史
学就是对后现代批判性历史研究的实践产物。
二、史学方法论——以叙事问题为中心
在方法论上，后现代史学主要依赖于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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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人类学的方法。关于历史学的叙事问题，在
传统史学研究中它只是个编撰书写的形式问题，并
不会对历史客观事实构成存在威胁。因此，古往今
来众多历史学者都是把历史当成一门融合科学性
与艺术性的学科，并以“一定的体裁、结构与语言把
研究成果反映出来”[9]108 的方式统一于历史研究过
程之中。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独立并不会动摇历
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当然，这是以艺术性服从科
学性的前提之下两者才得以和平共处的。但是，后
现代主义史学在方法论上也是从这个维度欲置历
史于文学的境地。叙事问题就成为后现代主义攻击
历史学的强大武器，而叙事问题当中尤以语言学方
法论为甚，可以说语言学方法论是后现代史学方法
论的核心。劳伦斯·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
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中，对历史变化一贯的解
释已经不再可能。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却比斯通走得
更远，提出了任何的一贯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史
学方法论上，语言学的方法论代替了史料的分析考
据，后现代主义就此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
实的历史过去”[5]123。而伊格尔斯是如何看待后现代
史学中的叙事问题的？
伊格尔斯显然对历史的语言学转向会终结其
作为一种学术的地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自劳伦
斯·斯通之后，罗兰·巴特尔和海登·怀特在历史叙
事问题上进一步走向极端相对主义的境地。他们把
历史编撰学和小说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并无区别。
这种把文艺批评领域中的后现代理论引入历史学
给历史学带来了莫大的影响。对此他不以为然，并
说道“从希罗多德到娜塔莉·戴维斯都是既承认历
史叙述的文学方面，又承认想象力对于建构他们的
作用，而怀特在这里远远超出了这一历史思想的传
统”[5]123。因此，他分析和思考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理路。知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学理论
中起中心作用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历史本体论的重
大命题。后现代主义欲把历史连根拔起，而又不知
建构怎样的历史理论体系。这种盲目性与批判性相
混合的趋向是历史研究学者在面对后现代史学理
论中应该注意的。能否把这种双重性相剥离，直接
涉及到历史学与后现代理论在未来建构历史理论
体系的成功与否。伊格尔斯所作的评述可谓是客
观、中立。
从语言理论的角度来看，文本并不是指外部的
现实，而是全部包含在它自己的本身之内。“对于历
史编纂学而言，这就是意味着一个没有意义的世
界，也没有人间演员、人的意志或意图，并且完全没
有一贯性。”[5]123 因此，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
主义者据此提出：历史学和一切文学一样，本质上
都是一种写小说的操作。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元史
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提出了“元史学”的
概念。而所谓的“元史学”就是要跳出具体历史事实
的研究，在历史话语的层面上，探讨历史话语的本
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
某种程度上，伊格尔斯是赞同海登·怀特关于历史
叙述的虚构和想象渗入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在这
个问题上海登·怀特已经走得太远了，“海登·怀特
在正确地指出了在构造超越原始资料之上的历史
叙述时涉及的种种因素之后，走得太远。变得太激
进，以至于他要我们消除或拒绝一种幻觉，这种幻
觉就是相信过去确确实实地、直接地反映在原文之
中。他认为一位史学家如何把丰富的文献组合成一
种似乎合理的叙事说明，完全出自于他的自愿决
定”[10]。显然，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论
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历史学有其自身的批评标准，
有其共同遵循的学术准则”[9]113。伊格尔斯对待后现
代主义的历史叙事方法论对历史研究的解构的认
识是清晰的，他不仅认识到现代历史学科地位的确
立给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所确立的根本基础，同时也
对现代历史主义的崩溃给历史学所造成的困惑进
行了反思。
伊格尔斯还针对历史“转向语言学”对社会文
化史的几种取向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对“转向语言
学”的讨论，他认为从巴尔特到德里达和利奥塔德
的语言学理论是有助于历史思想和写作的。这主要
体现在：“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不包含有任何
内在的统一性或一贯性，每一种历史概念都是通过
语言而构成的一项建构，人作为主体并不具有任何
脱离矛盾与模棱两可的一项建构，每一种文本都可
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和解脱，因为它并不表示任
何含混的意图。”[5]134 与此同时，他指出：“这种语言
哲学却使它自己更好地参与了文学批评而不是历
史写作。因为历史叙述，哪怕使用的是紧密地以文
学模型为范本的叙述形式，也还是要求勾绘或者重
建一种真实的过去更有甚于只是文学想象的那种
情况。”[5]134 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论进
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既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
叙述方式在某些方面对历史学的裨益，也阐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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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论对历史科学性提出的巨大的挑战。总之，
作者认为这种方法论“把历史拖入了文学艺术的泥
潭，使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1]。
正如斯泰德曼·琼斯所指出的：“这不是一个以语言
学的解释取代社会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考察这两
者如何联系的问题。”[5]134 最后，伊格尔斯以卡洛尔·
史密斯—罗森堡的话“语言学分歧了社会，社会的
分歧也建构了语言”来为自己的立场做总结。基本
上来说，这种概括也是符合当今历史学领域的实际
情况的。后现代史学试图以文本的虚构性来否定历
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但是，语言学的转向只会把
历史文学化，这给历史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伊
格尔斯从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出发，认
为历史学应是两者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在历史事
实的基础上阐发历史思想，这也是伊格尔斯对后现
代史学叙事问题论述的题中之义。
三、史学认识论——以客观性为中心
在认识论上，后现代对历史学的挑战是根本
的，它挑战了现代史学的根基——客观性问题。历
史学的客观性问题由来已久，19 世纪的西方可以
说是历史科学化的世纪，伴随自然科学方法的引
入，历史学自身对客观性的追求充满了迫切和渴
望。他们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历史是客观的，历史
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的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
历史，兰克被奉为这种信念的典型代表。”[12]兰克
“如实直书”的理念至今为人所感佩。19 世纪的众
多历史学家在那个充满着信仰的年代对历史科学
的执着追求，让整个 19 世纪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而历史科学职业化所遗留下来的最大贡献就是从
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历史的客观性。但是从 19 世
纪后期开始，这种理念就不断受到挑战，如柯林伍
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奇的“一切历史
都是当代史”等命题对历史本质性提出了质疑。“7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它在史学和
史学理论领域内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使得客观性再
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
战。”[5]155 从此，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的争论就成为
了史学理论的中心命题。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对客观性问题的阐述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
的权力支配，不再将历史作为具有客观性的科学，
转而揭示其意识形态特征。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
系的探讨最为典型。而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詹金斯在
其著作《后现代历史学》一书中对历史知识提出了
种种质疑。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
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
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
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且“历
史一直是某些人的历史，而这些人不能成为过去本
身，因为过去不具有自我，因此，把特定的历史论述
等同于历史本身，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意识形
态的一派胡言”。[13]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通过从
历史知识的本体出发，对历史知识与历史事实之间
的关系提出了强烈质疑，强调历史知识的本质就是
意识形态，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歪曲。第二，将历史学
等同于文学、艺术，根据其创作活动的特点，视之为
一种语言游戏。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史学理论中是
以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
为代表。可以说，海登·怀特把对历史知识的质疑通
过语言学的方法论来实现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而
这对历史学是致命的。第三，将历史文本化，认为
“作者已死”，突出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
“文本之外无他物”[14]158。后现代史学理论对客观性
的否定不仅是从历史研究对象、历史研究方法上加
以否定，同时后现代史学理论也否定了史学工作者
的存在意义。
面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来势汹汹，历史学家们
不仅表示了担心，同时也予以了强烈的反驳。许多
学者还专门写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著名的有
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等的《历史的真相》、理
查德·埃文斯的《为历史辩护》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凯
思·文夏特乐的《历史的谋杀》等。[15]阿普尔比在《历
史的真相》一书中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
的世界观”，一种“绝望的世界观”，“其极端的形式
里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地”。[16]188－189 而
埃文斯教授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认为历史学科的
基础已经动摇，并且“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信仰，
提倡回到学者的谦恭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学”[17]。
伊格尔斯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也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种种知识论问题，“不仅
是历史的始终一贯性受到了质疑，而且也还包括有
作者的和文本的始终一贯性”。历史知识的直接性
遭到否定，认为这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首创。但是针
对海登·怀特的极端相对主义的论点，伊格尔斯引
用罗杰·夏蒂埃的评论：“哪怕历史学家是以一种
‘文学的方式’在写作，他也不是在‘创作文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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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斯眼中，“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
的，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的，不管通向
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的复杂性而又不完整。”[5]155
与前面诸位历史学家相比，伊格尔斯在面对后现代
主义对历史客观性问题上的全面否定和质疑，表现
出的并不是肤浅，而是从后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整
体上加以批判和吸收的。一方面，他对极端的相对
主义和虚无主义表示了激烈的驳斥，这在他同海
登·怀特的争论中可见一斑，尽管也有学者认为其
反驳显得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但是还是可以体现
出伊格尔斯在客观性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主题、方法上的
影响，伊格尔斯则予以肯定，尽管在后现代史学理
论中客观性问题始终贯穿于历史研究的整个过程，
涵盖了历史知识、历史方法等方面的阐述。但是，伊
格尔斯的立场的根本立足点正是基于历史客观性
的不容质疑，及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某些方面
的吸收。
四、综述
本文通过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
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的研读，对伊格尔斯
从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脉络出发，以社会史的视角
审视西方历史哲学，尤其是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
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刻、清晰的论述。笔者
从史学本体论、史学方法论、史学认识论三个方面
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对话，来阐述伊格尔斯眼中的
后现代历史学。伊格尔斯的这种批判性的接受立场
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当今历史学发展的第三条
道路。当然，这种审视的角度是基于西方历史哲学
发展的纬度出发的，因此，篇章上难免存在诸如德
国史学中心倾向、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批判单薄等
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作者的研究是严谨和科
学的，这是本书最大的学术魅力。当今中国史学界
有关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讨论是方兴未艾的。后
现代史学理论启发之下的思考和研究，也在进一步
地开展，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深刻影响之下的反思显
得尤为重要。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备受关注，
能否在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另辟蹊径成为
史学界的重要论题，而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
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对此
的讨论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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